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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居，则不乐育：

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 李宝礼　邵　帅

摘 要：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

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

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

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

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

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

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

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

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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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7%，与

“六普”相比，过去1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比上升了

5.4%，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快车道。为了应

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中国分别在2013年和2015

年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放开二孩”政

策，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统计

数据显示，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3—2017年，

中国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43%，这与该政策实施前

的平均人口出生率基本持平。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实施后的2018年和2019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仍然出现

了显著的下降趋势，可见无论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

孩政策都没有带来生育堆积现象。为解决生育率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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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问题，2021年5月31日中国实施了全面放开三孩

政策，并出台了相应的三孩生育配套政策，鼓励居民

生育三孩。

与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相反，中国商品房销售

价格自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处于持续上涨

的态势。1998年中国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仅为2063元/
平方米，2019年则高达9310元/平方米，在此期间住

宅销售均价年均增长率达到16%，远超同期人均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 2008年以来，高房价

以及由此引致的居民住房问题一直是中国民生领域争

论的焦点话题，也有学者关注到了房价对居民生育的

影响 ［1］，但是已有研究主要聚焦房价与生育意愿的

关系研究，缺少从住房状况的视角对青年人口生育意

愿进行研究，对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路

径机制的分析还不够充分，这将是本文的重点研究

内容。

二、文献综述

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人口

总和生育率仅为1.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
和金砖国家（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的平均生

育率水平（2.1），而且还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生育

率水平（1.7）。有学者认为，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

策是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2］。但是，这一

观点无法解释当中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时，人口生育

率并未出现显著增长的现象。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

从生育成本的角度探究影响中国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

因素，研究发现适育人口的就业工资报酬越高，生育

的机会成本越大，二孩的生育意愿越低 ［3］ ［4］。夫妻双

方的职业发展前景与二孩的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5］。

子女的保育、看护和教育成本越高，二孩的生育意愿

越低，而能够得到父母对下一代的协调照顾，则会提

高夫妻双方的二孩生育意愿［6］ ［7］。另外，政府为居

民提供的生育保障措施越强，分担的生育成本越多，

越能够提高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推高了中国城市的住房价格，住房成本已成为

中国居民支出占比最大的一项支出。在居民收入紧约

束的条件下，住房支出的上升，将会对居民的生育支

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9］。国内外研究经验表明，住

房价格波动较好地捕捉了人口生育率水平的变化。例如，

香港、新加坡等城市较高的人口密度推高了当地的住房

价格，导致这些城市人口生育率的下降［10］ ［11］；美国城

市的住房租金成本与美国城市1940—2000年的人口生

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2］。国内学者研究

发现房价上涨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居民生育意愿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13］，降低了城市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

也有研究认为房价上涨对初育家庭的生育决策有正向

的激励作用，但是对再育家庭的生育意愿会产生明显

的挤出效应［14］。

已有文献以房价为研究视角，认为房价上涨对

居民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但是已有研究的结论仍存在一定的不

足之处。首先，房价上涨确实加重了购买自有住房

居民的生活负担，从而对居民的生育支出产生挤出

效应，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 ［15］。但是房价上涨对有

房青年和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是否会产生异质性影

响，已有研究并未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其次，住房

不仅具有居住属性，还是居民的一种重要财富持有

方式 ［16］，房价上涨既可能通过提高居住成本挤占青

年人口的生育支出，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也可能

通过住房的财富增值效应，抵补青年人口生育成本，

进而提高青年人口的生育意愿。因此，青年人口在

自有住房数量上的差异是否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异质

性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再次，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尚未全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的情况下，拥有

城市住房所有权依然是获取城市户籍，均等享受城

市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 ［17］。

那么，住房与公共服务获取权的绑定是否会造成有房

青年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的差异，已有研究尚未对

此进行分析。最后，是否拥有城市住房是衡量居民城

市融入度和主观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 ［18］。已有文献

表明，居民社会幸福指数的提升对其生育意愿有显

著的促增效应 ［19］。那么，青年人口的住房状况是否

会通过主观幸福感对其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有待进

一步研究。

鉴于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本文以青年人

口的住房状况为研究的切入点，首先对住房状况影

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进行理论剖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其次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2012年、

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构建混合

截面数据对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机制进

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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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住房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因家庭住房

状况的差异而存在多种机制。房价对青年人口生育

意愿的影响也可能受住房状况的调节而产生异质性

结果。

首先，住房是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无论居住成本

高低，家庭都需要一个居住场所。根据贝克尔的家庭

经济学理论，孩子是家庭的正常商品，在家庭收入紧

约束的条件下，正常商品的需求量与生活必需品支

出之间呈负向关系，居住成本上涨对家庭生育孩子的

数量存在挤出效应。房价对居住成本的影响与家庭的

住房状况紧密相关，对无房家庭而言，房价上涨一方

面会提高其租房成本支出，挤占家庭的生育投入，降

低无房家庭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房价上涨也会增

加无房者的预期购房成本负担，降低无房者的生育意

愿。对有房家庭而言，已经发生的购房支出属于沉没

成本，房价上涨不仅不会减少有房家庭的可支配收

入，反而还会使有房家庭的房产增值，形成心理上的

财富效应（仅有一套房产的家庭）和实际财富效应

（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可能会

通过增加有房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提高其生育意愿。

其次，青年人口对子女未来发展成就的预期是影

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20］。青年人口对子

女未来发展成就的预期取决于家庭能为子女提供的教

育资源和医疗保障。当前中国户籍管制尚未全面放

开，在住房产权与户籍绑定的现实背景下，城市住房

所有权依然是青年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主要途

径。青年人口拥有城市住房可以使其子女享受城市优

质的公立教育资源和医疗保障，从而增强家庭对子女

未来发展成就的信心 ［21］。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特

征事实表明，家庭对子女未来发展成就的投资是造成

教育和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和优质学区地段的房价

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22］。因此，从住房被赋予的城

市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来看，拥有城市住房的青年人

口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从而具有

更乐观的子女发展成就预期和更高的生育意愿。

最后，已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对青年人口的

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主观幸福感是人们

对现实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认知和正面评价，住房状

况对青年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

面，住房的居住属性能够为有房青年提供一个稳定的

居住场所，同时“安居乐业”的传统思想加深了青年

人口对自有住房的偏好。因此，拥有自有住房增强了

青年人口对现实生活质量的情感认知，这也成为中国

住房自有率高居世界第一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在

住房产权与城市户籍绑定的情况下，拥有自有住房的

青年能够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增强了有房青年

的城市融入度和安全感。此外，户籍的取得也使有房

青年获得了群体身份认同，来自外部身份认同的正

向反馈进一步提高了有房青年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24］。

因此，住房所有权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对青年人口

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机制，可能会对有房青年的生

育意愿产生促增效应。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四个有待验证的

假设：

假设1：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高于无房青年。

假设2：房价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家庭

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产

生促降效应，对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产生促增效应。

假设3：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青年人口的生育意

愿有促增效应，从住房被赋予的城市公共服务获取权

属性来看，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高于无房青年。

假设4：住房可能通过提高有房青年的主观幸福

感而提高青年人口的生育意愿。

四、数据描述与变量说明

1.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10年、2012
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

心主持，调查数据覆盖了除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大陆31
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文研究城

市住房状况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我们筛选

了5次调查问卷中 除新疆、西藏及海南之外，年龄在

16～40周岁的适育青年人口且调查地点位于城市的被

调查对象，构建混合截面数据。在剔除无效样本，并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剔除极端

值后，共计获得17456个有效样本。

2.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青年人口生育意愿。CGSS的社会

态度模块中有如下问题：“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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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希望有几个孩子？”我们将对该问题的回答中希望

有2个及以上孩子的被调查对象赋值为1，表示高生育

意愿，记为fert=1；将回答希望有1个及以下孩子的被

调查对象赋值为0，表示低生育意愿，记为fert=０。

核心解释变量：住房状况。在CGSS的社会人口

属性模块中有如下问题：“您现在这座房子的产权属

于谁”，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我们将回答“自己所

有”“配偶所有”“子女所有”的调查对象视为拥有自

有住房，记为house=1；将回答住房产权归“其他家

人所有”“租来的”“其他情况”的调查对象视为无自

有住房，记为house=０。我们对回答住房产权归“父

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1）
若被调查对象的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则将回答住

房产权归“父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的调查对象

视为拥有自有住房，记为house=1；（2）若被调查对

象的家庭只拥有一套住房，则将回答住房产权归“父

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的调查对象视为无自有住

房，记为house=０。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25］［26］，

本文进一步选取了被调查对象的年龄（age）、性别

（gender）、个人收入（income）、婚姻状况（merr）、
户籍状况（h_regis）、受教育程度（edu）、配偶受教

育程度（p_edu）、是否与父母同住（p_tag）、工作单

位性质（sp_ job）、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syl）、家

庭收入（fincome）、父母受教育程度（fm_edu）、主

观幸福感（happ）、住房面积（harea）等14个可能影

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五、实证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均为二分

类变量，因此，我们构建Probit模型考察住房状况对

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考虑到模型的控制变量数

较多，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影响，我们首先使用逐步

回归法剔除可能引起多重共线性的变量。综合比较逐

步回归结果，共有住房面积、家庭年收入、配偶受教

育程度三个变量可能与其他变量存在比较严重的共线

性问题，需要将其从模型中剔除。表2给出了剔除上

述三个变量后的基准回归结果。表2中列（1）为LPM
模型的回归结果；列（2）～（6）为Probit模型回归

结果。其中列（2）为基准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列

（3）加入了虚拟变量D1；列（4）加入了虚拟变量

D2；列（5）和列（6）为控制了区域和时间固定效

应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采用稳健标准误估计。

从表2中列（1）～（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住房状况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为例，在5%的统计水平上，拥

有城市自有产权住房青年的平均边际高生育意愿比没

有自有产权住房青年高1.4%～2.0%。回归结果证实

了假设1。
从“单独二孩”政策虚拟变量（D1）和“全面二

孩”政策虚拟变量（D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这

两项政策的实施均显著提升了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

愿。其原因可能是，在二孩政策放松后，原本没有高

生育意愿的青年人口在周围人群的“生育示范效应”

影响下由低生育意愿转向高生育意愿。但是，必须要

认清的是，生育政策放松导致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提

高并不等于实际生育率的上升。要提高实际生育率，

政府除了放松生育管制政策外，还应做好配套的生育

支持政策。

2. 房价的“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房价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

的影响受青年人口住房状况的调节。已有研究主要考

察当期的实际房价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能体

现房价动态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可能造成住房成本

支出与生育决策的时间错配，影响估计结果的可信

度 ［27］。因此，我们认为居民对房价的预期比当期的

实际房价更适合作为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产生“挤出

效应”和“财富效应”的房价的代理指标。本文假设

青年人口对房价变动的预期遵循自适应预期原则，以

CGSS调查问卷日期的后三年被调查对象所在省（市、

自治区）的房价年均涨幅对数作为青年人口对房价变

动预期的衡量指标。房价数据来自《中国房地产统计

年鉴》。

由于中国农村住房交易市场尚未形成，农村产

权住房的市场价格无法获取，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城

市住房价格变化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挤出效应”

和“财富效应”。虽然本文筛选的调查对象的调查地

点为城市，但调查对象包括在城市居住的农村青年

流动人口、城市青年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青年三大

类。当调查对象回答拥有自有产权住房时，可能包含

了在城市工作的农村青年流动人口拥有农村产权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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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ge 调查对象的年龄 17456 30.19 6.38 16 40

ln income 调查对象的年收入对数 17456 11.39 1.91 0.00 16.11

ln fi ncome 调查对象的家庭年收入对数 17456 9.36 4.22 8.34 16.11

ln harea 调查对象的家庭住房面积 17456 4.49 0.64 1.38 8.40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样本数 取值 百分比（%）

fert
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0=低生育意愿，希望有1个

及以下孩子；1=高生育意愿，希望有2个及以上孩

子）

17456
0

1

28.80

71.20

house
调查对象是否拥有自有产权住房（0=无自有产权

住房；1=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17456

0

1

53.49

46.51

gender 调查对象的性别（0=女性；1=男性） 17456
0

1

52.69

47.31

merr 调查对象的婚姻状况（0=未婚或离异；1=已婚） 17456
0

1

29.90

70.10

h_regis 调查对象的户籍状况（0=农村户籍；1=城市户籍） 16857
0

1

57.69

42.31

edu

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1=中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2=高中及与高中相当的文化程度；3=大专及与大

专相当的文化程度；4=本科及与本科相当的文化

程度；5=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

17456

1

2

3

4

5

43.51

22.67

14.10

17.52

2.20

p_edu

调查对象配偶的受教育程度（1=中学及以下文化

程度；2=高中及与高中相当的文化程度；3=大专

及与大专相当的文化程度；4=本科及与本科相当

的文化程度；5=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

12441

1

2

3

4

5

53.28

20.54

11.71

12.69

1.78

p_tag
是否与父母同住（0=不与父母同住或与父母同住
且住房面积小于150平米；1=与父母同住且住房面
积大于150平米）

17456
0
1

90.60 
9.40

sp_ job

夫妻双方是否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
（0=未婚或已婚但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不在政府部
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1=夫妻双方均在政府
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

15235
0
1

92.99 
7.01

syl 调查对象是否参加养老保险（0=未参加养老保险；
1=参加养老保险）

16885
0
1

48.67
51.33

fm_edu
调查对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0=父母双方均为大
专以下文化程度；1=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

17456
0
1

93.01
6.99

happ
调查对象的主观幸福感（1=非常不幸福；2=比较
不幸福；3=说不上幸福不幸福；4=比较幸福；5=
非常幸福）

17420

1
2
3
4
5

1.07
5.53
15.78
61.10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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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由于农村产权住房的财富效应不明显，为简

化分析，本文在检验住房的“财富效应”时剔除了拥

有产权住房但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样本。各子样本

的具体划分方式如下：检验房价上涨的“挤出效应”

包括2个子样本，无自有产权住房且家庭房产数量为

0套的子样本（Sample1）；城市户籍且有自有产权住

房且家庭房产数量为1套的子样本（Sample2）。检验

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包括2个子样本，城市户籍

且拥有自有产权住房且家庭房产数量为2套以上的子

样本（Sample3）；城市户籍且拥有自有产权住房且

家庭房产数量为2套以上和城市户籍且无自有产权住

房且家庭房产数量为0套的子样本，并且加入虚拟变

量house1（house1=1，城市户籍且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且家庭房产数量为2套以上；house1=0，城市户籍且

无自有产权住房且家庭房产数量为0套）与房价年均

涨幅对数（ln hpavg）的交乘项（Sample4）；全样本

中，加入家庭是否炒房的虚拟变量s_hous（炒房，s_
hous=1；不炒房，s_hous=0）与房价年均涨幅对数（ln 
hpavg）的交乘项（Sample5）。为了避免交乘项引起

的共线性问题，我们对交乘项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去

中心化处理，下同。

表3中全样本、Sample1和Sample2的回归结果显

示房价年均涨幅对全体青年人口、无自有产权住房

且家庭房产数量为0套青年人口和城市户籍且有自有

产权住房且家庭房产数量为1套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

愿均在10%的统计水平以上显著为负，从影响强度上

看，房价上涨对无房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愿的负向影

响明显高于只有1套房产的青年人口。这一结果表明，

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并

且房价上涨的挤出效应在无房青年中表现得最明显。

对于只有1套房产的青年，房价上涨引致的心理上的

财富效应并未增加其可支配收入，而房价上涨带来的

物价水平的提高却减少了其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使

得房价上涨对只有1套房产的城市青年人口的高生育

意愿产生了促降效应。

表3中Sample3的回归结果显示预期房价上涨对

城市户籍且有自有产权住房且家庭有2套以上住房的

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表明预期房产

增值带来的住房财富效应对其高生育意愿有促增效

应。Sample3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较低，这可能与

该子样本容量较小有关，为此，我们构造了Sample4
以进一步识别住房的财富效应。Sample4的回归结

果显示，预期房价上涨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青年

人口的高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城市户籍且家庭有

2套以上住房的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在10%统计水

平上高于无房青年人口。值得注意的是，Sample4中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PM 模型 Probit 模型

（1） （2） （3） （4） （5） （6）

house 0.0179**

（2.35）
0.0546**

（2.38）
0.0537**

（2.09）
0.0562**

（2.44）
0.0471*

（1.76）
0.0531**

（2.23）

控制变量、截距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1

0.1105***

（4.59）
0.2852***

（7.41）

D2

0.0359
（1.34）

0.1445***

（4.21）

区域效应 NO NO NO NO YES YES

年份效应 NO NO NO NO YES YES

N 16277 16277 12896 16277 12896 16277

adj_R2 0.338

pesudo_R2 0.0306 0.0430 0.0407 0.0712 0.0695

注：列（1）括号内为t统计量值；列（2）～（5）括号内为z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了节省

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解释省略，留存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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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乘项（ln hpavg×housel）的回归结果在5%的显著

水平上为正，这表明预期房价上涨越高，有2套以

上住房的城市户籍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愿越高于无

房的城市青年人口，从而证实了住房对青年人口生

育意愿的财富效应仅存在于拥有2套以上城市住房

的家庭中。Sample5通过引入家庭是否炒房的虚拟

变量与房价年均涨幅的交乘项进一步验证住房的财

富效应，交乘项（ln hpavg×s_hous）的回归结果表

明预期房价年均涨幅越大，炒房家庭相较于无房家

庭的高生育意愿越高，回归结果在5%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

综上，表3的回归说明房价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

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城市住房和

仅有1套城市住房的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存在挤出

效应，对有2套以上城市住房的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

愿存在财富效应，假设2得证。

表3　房价的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

变量
挤出效应 财富效应

全样本 Sample1 Sample2 Sample3 Sample4 Sample5

ln hpavg -0.8931*

（-1.87）
-2.2893**

（-2.34）
-1.3144**

（-1.98）
0.5363

（1.30）
-2.5504*

（-1.88）
-0.8691*

（-1.84）

housel 0.1283*

（1.68）

ln hpavg×housel 2.7086*

（1.95）

s_hous 0.1442**

（2.25）

ln hpavg×s_hous 0.6735**

（2.18）

截距、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7247 1581 2356 357 1025 17247

pesudo_R2 0.0234 0.0330 0.0184 0.0553 0.0237 0.0174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 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对青年人口生育

意愿的影响效应检验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城市住房产权具有的公共

服务获取权属性能够提高拥有城市住房的青年人口的

高生育意愿，本文的识别策略如下：第一，子女的受

教育环境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公共服

务，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城市小学、初中和高中的

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对数（ln inpedu）作

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代理指标，数据来自《中国教

育经费统计年鉴》。第二，城市本地青年不需要通过

购房便能享受所在城市的教育公共服务，只有城市青

年流动人口才需要通过购房获取所在城市的教育资

源。因此，本文剔除城市本地青年样本，将剩余样本

分为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青年流动人口子样本和户籍

所在地为城市的青年流动人口子样本，设置两个住

房状况的虚拟变量house2（house2=1，户籍所在地为

农村且拥有产权住房且家庭房产2套以上；house2=0，
户籍所在地为农村且无产权住房且家庭房产0套）和

house3（house3=1，户籍所在地为城市且拥有产权住

房且家庭房产1套以上；house3=0，户籍所在地为城

市且无产权住房且家庭房产0套），并引入了两个交乘

项ln inpedu×house2和ln inpedu×house3以识别住房的

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

表4中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拥有

城市住房的青年流动人口生育2个以上孩子的意愿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高于无城市住房的青年流动人

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对青年

流动人口的高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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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城市教育公共服务越充足，越能为青年流动人口

的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从而有助于提高青年流

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但是系数不显著也意味城市教育

资源的供给尚未覆盖全部青年流动人口。本文重点关

注的是交乘项的回归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列（1）
和列（2）的交乘项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城市教育经费投入越多，越能够降低有房青年流

动人口与无房青年流动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差距，即住

房状况与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对青年流动人口高生育意

愿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住

房是青年流动人口为其子女获取城市教育资源的主要

途径，当城市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越少时，无房青年流

动人口越难以获得城市教育资源，从而拉大与有房青

年流动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差距。反之，当城市增加教

育公共服务供给，并将青年流动人口覆盖其中，使得

青年流动人口不再需要通过购房亦能为其子女获取优

质的教育资源时，住房的重要性随之降低，进而缩小

了有房青年流动人口与无房青年流动人口之间高生育

意愿的差距。上述回归结果证实了在城市公共服务供

给无法满足青年流动人口需求的约束下，住房的公共

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高

生育意愿，假设3得证。

表4 　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流动人口 户籍所在地为城市的流动人口 工作单位性质

（1） （2） （3）

ln inpedu 0.1158（0.71） 0.0786（0.54） 0.0278（1.31）

house2 0.0984***（3.06）

ln inpedu×house2 -0.5279***（-2.95）

house3 0.1251***（2.48）

ln inpedu×house3 -0.3721***（-2.92）

sp_job1 0.0115（0.14）

ln inpedu×sp_job1 -0.0277（-0.13）

截距、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度、地区 Yes Yes Yes

N 2249 7293 1408

pesudo_R2 0.0337 0.0189 0.0183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了进一步识别公共服务获取权对青年人口高生

育意愿的影响，我们将样本按照调查对象工作单位性

质进行划分。我们认为国有部门存在的“隐性福利”

使其员工即便在无产权住房的情况下，也比非国有部

门工作人员更易获取城市的教育资源，因此国有部门

员工可能比非国有部门员工有更高的生育意愿。本文

通过引用虚拟变量sp_ job1（本人或配偶至少有一方

在国有部门工作且无产权住房且家庭房产数量为0套，

sp_ job1=1；本人或配偶均不在国有部门工作且无产

权住房且家庭房产数量为0套，sp_ job1=0。将国有部

门和非国有部门员工均限定为无自有产权住房且家庭

产数量为0的目的是排除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

的干扰）和交乘项ln inpedu×sp_ job1对此进行识别。

表4中列（3）交乘项的回归结果为负，这表明工作单

位性质的公共服务获取权能力与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生

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即教育经费投入越多，

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越充足，越能缩小国有部门员工与

非国有部门员工间的高生育意愿差距，反之则反是。

列（3）的回归结果证实了教育公共服务的可得性是

影响青年人口高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将此结论扩展

可知，当住房产权与教育资源可得性绑定时，显然不

利于提升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这为假设3的成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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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4. 住房通过主观幸福感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 自住房可能通过提高有房

青年的主观幸福感而提高青年人口的生育意愿。本部

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检验。

从表5中还可以看出，在不控制中介变量的条

件下，住房状况对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愿有显著的

促增效应［列（1）］，这与前文的估计结果是一致

的。同时，住房状况对青年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列（2）］。在控制住房状况和青

年人口主观幸福感后，住房状况对青年人口的高生

育意愿影响大小有所下降，而且住房状况和主观幸

福感对青年人口高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列（3）］。上述结果说明住房状况会通过增加青年

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而对青年人口的高生育意愿产生

促增效应。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拥有城市住房

增强了有房青年的城市融入度、安全感和身份认同

感，进而提高了有房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导致有房

青年生育2个以上孩子的意愿高于无房青年，假设4
得证。

表5　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fert happ fert

（1） （2） （3）

house 0.0804***

（3.49）
0.1394***

（5.72）
0.0781***

（3.38）

happ 0.0863***

（3.29）

截距、控
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度、
地区

Yes Yes Yes

N 16639 16604 16604

pesudo_R2 0.0683 0.0631 0.0691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10%、5%、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 稳健性检验

为了降低内生性问题对实证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节

省篇幅，稳健性检验的技术细节和结果从略，留存

备索）。首先，本文以城市人均住宅用地供应面积对

数作为青年人口住房状况的工具变量，使用两步法

估计IV-Probit模型对前文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

验。结果表明，由于原模型忽略了内生性问题，使

得原模型低估了住房状况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

响，高估了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低估了房价上涨

的挤出效应。但是从IV-Probit模型主要变量的参数

回归结果的方向与原模型一致，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没有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其结果与本文的研究结

论一致。

其次，改变因变量度量方式与计量模型。在前

文中，被解释变量用二值变量表示。在本部分中，

我们直接使用调查对象愿意生育的孩子数量作为被

解释变量，并采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对此进行估

计。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的干扰，仍以城市人均住

宅用地供应面积对数作为青年人口住房状况的工具

变量，并采用两步法估计IV-Tobit模型。结果表明，

各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和参数估计结果的

方向与IV-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接近。上述结果与

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说明了前文的回归结

果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青年人口生育意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住房作为青年人口一生中最重要的生

活必需品，被赋予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属性，不同住

房状况决定了青年人口拥有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公共服

务获取权利的差异。深入分析中国情境下住房状况对

青年人口生育意愿发挥作用的微观机理，对于政府制

定合理的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提高青年人

口生育意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识别了住房状况对青年人

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

现，一是住房状况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异质性

影响，有房青年的高生育意愿高于无房青年。二是

房价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

房价上涨对无房青年和只有1套住房青年的高生育意

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高生育意

愿存在财富效应，但是由于拥有多套住房的青年人

口在社会中占比较低，房价上涨的挤出效应高于财

富效应。三是城市住房具有的教育公共服务获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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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造成拥有城市住房的青年流动人口的高生育意

愿显著高于无城市住房的青年流动人口。增加城市

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助于缩小无房青年流动人口

与有房青年流动人口之间的高生育意愿差距。四是

拥有城市住房能够提高青年人口的城市融入度、安

全感和社会身份认同感，进而提高有房青年的主观

幸福感。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住房对青年人口

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助于提高有房

青年的高生育意愿。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一是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原则调控房地产

市场，降低青年人口的购房成本，遏制高房价对青

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挤出效应。二是可以考虑通过对

青年人口购房进行货币化补贴、税费减免和贷款利

息优惠等多种举措，降低流动人口的购房成本对其

 生育支出的挤占。2018年实施的首套房贷抵扣个人

所得税就是很好的政策实践。三是在房地产市场以

外，通过增加保障房、人才房等全产权或半产权政

策性住房供给，将更多的符合条件的青年人口纳入

住房保障范畴，解决青年人口融入城市的住房问题，

实现居者有其屋。四是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破

除户籍制度造成的生育保障在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

青年人口之间的非均等化现象，将更多青年流动人

口的子女养育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城

市住房与公共服务获取权的分离，降低青年流动人

口的生育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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